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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上学术界关于苏轼的研究，多集中于苏轼

的文学思想、政治思想以及苏轼对中国文学史的贡

献等方面来展开，这些研究中比较典型的就是王水

照先生发表于 1989 年的《苏轼的人生思考和文化

性格》。近年来，法律史学者们陆续开始研究苏轼

的法律思想。已有研究主要涉及四个方面：第一，

在整体上论述苏轼的法律思想，其中包括苏轼的立

法思想、行政思想，刑法思想以及经济思想。［1］

第二，讨论苏轼法律思想的具体应用，如讨论苏轼

法律思想在疑罪从无原则当中的应用。［2］第三，

对王安石与苏轼法制思想进行比较。［3］第四，对

苏轼法律思想中具体问题如礼刑关系进行讨论。［4］

论苏轼的法律思想 *

雷定美

摘  要｜对如何改变北宋积贫积弱的现状，王安石和司马光都给出了自己的答案。然而苏轼对两者的答案都投出

了反对票。作为政治上的反派，苏轼对这个国家法制的变革有着更贴近百姓更贴近实际的想法。在立法上，

苏轼强调立法以简，变法以慎，提倡法律的变革要“法与时转”。在司法上，苏轼主张刑狱必须严肃、公正、

清明、宽厚。在刑罚理念上，苏轼强调慎用刑罚，体察民情。在传统儒家士大夫仁政爱民的思想底色上，

苏轼的法律思想增添了更多实践思想和亲民思想——而这使得苏轼的法律思想具有一定的穿越时空的力

量，从而与当下的法治建设联结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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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苏轼的法律思想

已有研究中的大部分是从法律史的角度去讨论在当

时背景下苏轼法律思想包含什么样的内容以及对社

会起到了什么作用。笔者在查阅了苏轼5247件作品，

其中包括诗、词、奏议、上书等，筛选出包含苏轼

法律思想的作品 35 件，并把其中的法律思想具体

分为立法思想、司法思想、刑法思想。通过深入的

研究，我们可以发现苏轼的法律思想在某种程度上

有超越时空的价值，对当前的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有

积极的借鉴意义。

一、苏轼的立法思想

在笔者整理的作品中，包含苏轼立法思想内容

的作品共有 11 个（表 1）。苏轼作品所反映出来的

立法思想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第一，立法以简，反

对法网严密，强调立法宽简。第二，变法以慎，强

调法律的变革应当循序渐进，考虑民情，不能过于

急躁。第三，强调法律立法的稳定性，减少君主以

言代法。

表 1  苏轼的立法思想［1］

立法思想
作品 内容

《通其变使民不倦赋》
反对司马光尽废新法，主张通变，
强调利民

《礼以养人为本论》
强调法律是细枝末节的事情，更改
不必过于急躁

《书》论
政令的更改应当事先向民众说明，
使群众知晓

《上初即位论治道二首刑政》 认为法律多如牛毛，强调法律简明
《道有升降政由革俗》 法律的变化应当根据民俗进行改变
《策问之礼刑》 指出因人立法导致法律无穷尽的问题
《关陇游民私铸钱与江淮漕卒
为盗之由》

法律的增多导致弊病增多

《策别课百官五》 强调法律的制定应当宽容
《论每事降诏约束状》 强调君主不以言代法
《辩试馆策问札子二首》 强调法律的变革应当循序渐进
《乞岁运额斛以到京定殿最状》动辄立法则法出奸生

（一）立法以简

1．在立法数量上，苏轼强调应当避免立法过多

苏轼在《上初即位论治道二首·刑政》中就指

出“今《编敕》续降，动若牛毛，人之耳目所不能周，

思虑所不能照，而法病矣。”［2］苏轼认为，当今

法律越来越多，但是弊病却也越来越多，反观汉高

祖约法三章，国家却得到了很好的治理。苏轼认为

“夫详于小，必略于大，其文密者，其实必疏。”［3］

法律对于小事过于规定，反而会疏漏大事，法令应

当简疏。在《乞岁运额斛以到京定殿最状》中，对

于粮纲运输损耗制定法律进行解决的问题，苏轼认

为并不是法律不够，而是运输的人员存在问题。他

反对“每闻一事，辄立一法”，他认为“法出奸生，

有损无益”［4］否则会出现“前一政未见其利害，

而后之政复发矣”的困局。［5］

2．在法律内容上，苏轼认为法网应该宽疏

在《策别课百官五》中他提到“昔者圣人之立法，

使人可以过，而不可以不及。”［6］他认为国家制

定法律对百姓应只做一般的要求，只有当一般要求

都做不到时，才责以处罚，强调法律的内容要宽容。

（二）变法以慎

1．反对急躁变法

苏轼并不反对法律的变革，但是他反对法律变

革过于急躁。在《礼以养人为本论》中，他提出：

“夫法者，末也。又加以惨毒繁难，而天下常以为

急。礼者，本也。又加以和平简易，而天下常以为

缓。如此而不治，则又从而尤之曰，是法未至也，

则因而急之。”［7］他认为法律是细枝末节的事情，

更改不必过于急躁，但是礼作为根本，平时更应该

注意更改补正。在《< 书 > 论》中，苏轼也提到，

法律更改应提前向民众说明，循序渐进，他认为“法

相因则事易成，事有渐则民不惊。”［8］

2．主张根据百姓需要进行变法

对于法律的变革，苏轼主张通变，强调利民，

认为法律的改变应该根据百姓的实际需要进行变

革。在《通其变使民不倦赋》中，苏轼说到：“物

不可久，势将自穷。欲民生而无倦，在世变以能通。

器当极弊之时，因而改作；众得日新之用，乐以移

风。”［9］他认为事物是变化的，法律也应该随之

而变，但是变法应该是对人民有利的，那么法律的

［1］作品引注见下文。

［2］苏轼：《苏东坡全集》，北京燕山出版社 2009 年

12 月版，第 1322 页。

［3］同上注 1322 页。

［4］同上注 2127 页。

［5］同上注 1304 页。

［6］同上注 1425 页。

［7］同上注 1241 页。

［8］同上注 1246 页。

［9］同上注 124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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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革就是可行的，“是知作法何常，视民所便。苟

新令之可复，虽旧章而必善。神而化之，使民宜之，

夫何懈倦！”。在《道有升降政由俗革》中苏轼还

提到“夫道何常之有？应物而已矣。物隆则与之偕

升，物污则与之谐降。大政何常之有？因俗而已矣。

俗善则养之以宽，俗顽则齐之以猛。”［1］他认为

政令的变化要顺应民俗来实施，民俗好的时候就用

宽厚的政令，民俗不好的时候就用严峻的政令去纠

正坏的风气。

（三）君主不以言代法

在《论每事降诏约束状》中，苏轼提出：“若

天下大事，安危所系，心之精微，法令有不能尽，

则天子乃言，在三代为训诰誓命，自汉以下为制诏，

皆所以鼓舞天下，不轻用也。”［2］苏轼认为，对

于天下大事，应首先按照当前法令进行办理，在法

令不完善的地方，才需要天子另下达诏令。对于已

经制定的法律和皇帝颁布的诏令之间的效力问题，

苏轼认为法律一旦制定下来，包括皇帝在内都应当

遵守，不应在法律之外再另外发布诏令。否则会出

现“若每行事立法之外，必以王言随而丁宁之，则

是朝廷自轻其法，以为不丁宁则未必行也。”制定

好的法律不但没有得到很好的执行，反而导致“朝

廷自轻其法”的情形。他认为只有当“天下大事，

安危所系，心之精微，法令有不能尽”［3］即在关

系到国家的安危，法律不完备的情况下，皇帝方可

颁布诏令作为法律的补充，但是也不应该轻易采用

这个方法，破坏已有法律的效力。

二、苏轼的司法思想

笔者整理的苏轼作品中，他对司法的论述的一

共有 4 件（见表 2）。这四件作品首先从官吏的角

度来对司法公平公正提出要求，强调不管是对官吏

还是百姓，赏罚一律公平公正，同时还重申刑不上

大夫的含义；其次，在苏轼的司法思想作品中，他

要求官吏诉而必见察，提高行政效率，减少民怨。

表 2  苏轼的司法思想

司法思想

作品 内容

《三法求民情赋》 主张刑狱必须严肃、公正、清明、宽厚

《策别课百官一》 赏罚贵在公平

《策别课百官二》 强调刑罚的公平公正

《策别课百官三》 诉而见必察

（一）主张赏罚应公正无私

苏轼在《策别课百官一》中提到：“昔者圣人

制为刑赏，知天下之乐乎赏而畏乎刑也。是故施其

所乐者，自下而上，民有一介之善，不终朝而赏随

之，是以天下之为善者，足以知其无有不赏也。施

其所畏者，自上而下。公卿大臣有毫发之罪，不终

朝而罚随之，是以上之为不善者，亦足以知其无有

不罚也。”［4］他认为赏罚贵在公平，无论是公卿

大臣还是庶民百姓，有功则必有赏，有过则必有罚，

这样才能树立起法律的威信。苏轼还认识到，法贵

责上，主张“厉法禁自大臣始”，［5］大臣率先守法，

才能使法律取信于民并行之于天下。在《策别课百

官一》中，他对“刑不上大夫”提出了新的内涵，

他认为刑不上大夫不是指大臣不能用法律来制裁，

而是相对于平民来说，对大臣反而应该有更严格的

要求，只不过是在审讯时的形式不一样罢了。

在《三法求民情赋》他提到“民之枉直难其辩，

王有刑罚从其公用三法而下究，求舆情而上通。”［6］

苏轼认为百姓进入法网就难以出去，要求官吏在案

件办理过程中一定要用三法探究案件的真相，尽心

审判与量刑。此外，他还提到“刑宥舍以尽公，与

原其实；轻重中而制法。何滥于民。”［7］他认为

关于刑罚的实施都应该出于公道，法律细节应根据

轻重中制定，那样就会减少冤狱的产生。他认为适

用法律应宽容严谨，审判时也应当通过“三宥”才

判以国法，经过“三赦”才按律施刑。

（二）诉而必见察

在《策别课百官三》中，苏轼把国家治理的情

况分为两个等次，第一个等次是“天下不诉而无冤，

不谒而各得其所”，第二个等次是“不能无诉，诉

而必见察；不能无谒。谒而必见省。”［8］他认为

要达到天下的大治做到第二个等次就可以，即百姓

［1］同上注 1345 页。

［2］同上注 1937 页。

［3］同上注 1820 页。

［4］同上注 1416 页。

［5］同上注 1416 页。

［6］同上注 1215 页。

［7］同上注 1215 页。

［8］同上注 142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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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申诉就一定会得到明察，有了请托就一定会把

事情办好。

他认为当今的弊病在于“天下有不幸而诉其

冤，如之于天。有不得已而谒其所欲，如谒之鬼

神。”［1］上级官吏不勤于政务，权力下放到下级

官吏，下级官吏贪赃枉法，百姓有了冤屈很难申诉。

对于如何解决这个问题从而达到诉而必见察，苏

轼认为“莫如省事而厉精”他认为事多的原因在

于所有的事都聚集到了中央，而这恰恰是民众不

信任下级官吏的表现，官吏的选任也就十分重要。

官吏提高工作效率，延长工作时间那么必然会达

到诉而必见察。

三、刑法思想

苏轼作为传统的儒家士大夫，在刑法思想方

面更多的论述了德刑并济的法律思想。在笔者所

整理的作品中，论述涉及苏轼刑法思想的有 20

件（见表 3）。这 20 件作品中论述德刑并济的有

13 件，剩余的 7 件作品主要涉及犯罪的原因、如

何减少犯罪以及对监狱人员的关怀等方面。苏轼

的作品反映出德刑并济、慎用刑罚、考虑人情等

刑法思想。

表 3  苏轼的刑法思想

刑法思想
作品 内容

《三法求民情赋》 强调治理国家德治和刑罚应该相辅相成
《省试刑赏忠厚之至论》规劝君主用仁来治理国家，强调罪疑惟轻
《形势不如德论》 强调应当用德来治理国家
《礼以养人为本论》 认为用德治理国家，则应当重视仁义的作用
《韩非论》 强调仁义的作用，要求君主用仁来治理
《续欧阳子朋党论》 强调犯罪的原因，应根据情形处罚
《上初即位论治道二 
首道德》

论述仁的含义，君主用仁治理国家

《上初即位论治道二首
刑政》

认为杜绝犯罪的原因在于还利于民

《论始皇汉宣李斯》 以秦国为例，说明滥用法律的作用
《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夏
商官倍亦克用义》

强调德的作用

《御律制科策一道》 仁德的表现内容为减轻赋税，减轻刑罚
《拟进士对御试策》 王政应宣讲道德，不得已才适用刑法
《上神宗皇帝书》 国家存亡在道德之深浅
《论河北京东盗贼状》 认为杜绝犯罪的原因在于还利于民
《乞医疗病囚状》 对犯罪的人因生病致死的请求治疗
《针对条上三事状》 强调慎重赏罚
《述灾诊论赏罚及修河
事缴进欧阳修议状札子》

将刑罚与阴阳五行联系在一起

《论仓法札子》 反对轻罪重刑
《代张方平谏用兵书》 将刑罚与阴阳五行联系在一起
《听政劄子》 劝诫君主用仁德治理国家

（一）德刑并济

1．德治与刑罚相辅相成

在《三法求民情赋》中，苏轼提出：“刑德济

而阴阳合，生杀当而天地参。后世不此务，百姓无

以堪。”［2］他认为教化人民，治理国家德治和刑

罚应该相辅相成，但是对于德治和刑治的地位，他

主张德先刑后。在《拟进士对御试策》中他提到：“王

者之所宜先者德也，所宜后者刑也；所宜先者义也，

所宜后者利也。”［3］他认为实行王政应该宣讲道德，

最后不得已才适用刑法，应该先追求仁义，最后才

讲究利益。在《上神宗皇帝书》中，他也劝诫君主“夫

国家之所以存亡者，在道德之浅深，不在乎强与弱；

历数之所以长短者，在风俗之厚薄，不在乎富与贫。

道德诚深，风俗诚厚，虽贫且弱，不害于长而存。

道德诚浅。风俗诚薄，虽强且富，不救于短而亡。

人主知此，则知所轻重矣。是以古之贤君，不以弱

而忘道德，不以贫而份风俗，而智者观人之国，亦

以此而察之。”［4］

2．用仁来实现德治

对于如何实现德治，苏轼认为“人君以诚为

道，以至仁为德。”［5］他认为君主只要做到德和

诚，那就会像尧舜一样，强调用仁来治理国家，慎

重适用刑罚。在《刑赏忠厚之至论》中苏轼提到：

“古者赏不以爵禄，刑不以刀锯。赏以爵禄，是赏

之道行于爵禄之所加，而不行于爵禄之所不加也。

刑之以刀锯，是刑之威施于刀锯之所及，而不施于

刀锯之所不及也。先王知天下之善不胜赏，而爵禄

不足以劝也，知天下之恶不胜刑，而刀锯不足以裁

也，是故疑则举而归之于仁，以君子长者之道待天

下，使天下相率而归于君子长者之道，故曰忠厚之

至也。”［6］他规劝君主向先王学习，用仁来治理

国家。那么什么是仁呢？在《礼以养人为本论》中

苏轼解释到：“夫礼之大意，存乎明天下之分，严

君臣、笃父子、形孝弟而显仁义也。今不幸去圣人

［1］同上注 1421 页。

［2］同上注 1215 页。

［3］同上注 1475 页。

［4］同上注 1882 页。

［5］同上注 1320 页。

［6］同上注 122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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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有如毫毛不合于三代之法，固未害其为明天下

之分也，所以严君臣、笃父子、形孝弟而显仁义者

犹在也。”［1］在《韩非论》中他认为：“何者？

仁义之道，起于夫妇、父子、兄弟相爱之间；而礼

法刑政之原，出于君臣上下相忌之际。相爱则有所

不忍，相忌则有所不敢。夫不敢与不忍之心合，而

后圣人之道得存乎其中。今老聃、庄周论君臣、父

子之间，泛泛乎若萍浮于江湖而适相值也。夫是以

父不足爱，而君不足忌。不忌其君，不爱其父，则

仁不足以怀，义不足以劝，礼乐不足以化。此四者

皆不足用，而欲置天下于无有。夫无有，岂诚足以

治天下哉？商鞅、韩非求为其说而不得，得其所以

轻天下而齐万物之术，是以敢为残忍而无疑。”［2］

对于如何做到仁，苏轼也有自己深刻的见解，在《上

初即位论治道二首·道德》中提到：“何谓至仁？

视臣如手足，视民如赤子，戢兵，省刑，时使，薄

敛，行此六事而已矣。祸莫遒于好用兵，怨莫大干

好起狱，灾莫深于兴土功，毒莫深于夺民利。”［3］

他认为看待臣子如同手足，看待百姓如同赤子，止

息战乱，减省刑罚，按时谴使聃问，减轻赋税，实

行这六件事就可以做到仁了。在《御事制科策一道》

中苏轼也提到：“若夫‘德有所未至，教有所未孚’

者，此实不至也。德之，必有以著其德之之形；教

之，必有以显其教之之状。德之之形，莫著于轻赋。

教之之状，莫显于去杀。此一者，今皆未能焉。”［4］

认为仁德的表现内容为减轻赋税，减轻刑罚。

3．将德刑与阴阳五行联系在一起

在《述灾诊论赏罚及修河事缴进·欧阳修议状

札子》中，苏轼提到：“百姓失职，无所告诉，谣

怨上达，以伤阴阳之和。所以致此者，盖由朝廷赏

罚不明，举措不当之咎也。”［5］苏轼认为灾异的

产生是百姓怨气直达上天而产生的，他认为“大抵

为国，要在分别是非，以行赏罚，然后善人有所恃赖，

平人有所告诉。若不穷究曲直惟务两平，则君子无

告，小人得志，天下之乱，可坐而待，此臣所谓赏

罚不明之咎也。”如果不能辨明是非，那么就会产

生阴阳失衡，灾异发生的后果。在《代张方平谏用

兵书》中苏轼也提到：“凡举大事，必顺天心。天

之所向，以之举事必成；天之所背，以之举事必败。

盖天心向背之迹，见于灾祥丰歉之间。今自近岁日

蚀星变，地震山崩，水旱疠疫，连年不解，民死将半。

天心之向背，可以见矣。”［6］苏轼将阴阳五行与

德刑联系在一起，要求君主“诚意正心，推广圣孝，

发为德音，行为仁政，以慰答天下生民之望”。

（二）慎用刑罚，考虑人情

苏轼在《省试刑赏忠厚之至论》中引用《尚书》

中的话：“罪疑惟轻，功疑惟重。与其杀不辜，宁

失不经。”［7］体现了他罪疑惟轻的法律思想。苏

轼认为，奖赏时有疑问的应当继续进行奖赏，但处

罚时有疑问的则应当免处罚，这样既能推广恩泽，

也能谨慎的使用刑罚，充分体现了他慎用刑罚的法

律思想。

苏轼在《续欧阳子朋党论》中分析了关于盗贼

犯罪的原因在于“人之所以为盗者，衣食不足耳”［8］

他认为犯罪的原因主要是资源的不充足以及上层官

吏的剥削，而解决的办法是“故善除盗者，开其衣

食之门，使复其业”，他认为对于这些农民犯罪的

处理不应当全部当作犯罪处理，应当“苟黜其首恶

而贷其余，使才者不失富贵，不才者无所致憾，将

为吾用之不暇，又何怨之报乎？”［9］就会抑制犯罪，

减少民怨。苏轼在《论河北京东盗贼状》中，对于

京东干旱，百姓流离饥饿的问题，他提出“今中民

以下，举皆阙食，冒法而为盗则死，畏法不盗则饥，

饥寒之与弃市，均是死亡。而赊死之与忍饥，祸有

迟速。相率为盗，正理之常”［10］他认为解决办法

是“今欲严刑妄赏以去盗，不若捐利以予民，衣食

足则盗贼自止”。［11］

苏轼还对监狱内犯人因病致死的情况投以极大

的关注。在《乞医疗病囚状》中苏轼提到：“囚以

掠笞死者法甚重，惟病死者无法，官吏上下莫有任

其责者。苟以时言上，检视无他，故虽累百人不坐。

［1］同上注 1241 页。

［2］同上注 1292 页。

［3］同上注 1320 页。

［4］同上注 1475 页。

［5］同上注 1975 页。

［6］同上注 2186 页。

［7］同上注 1227 页。

［8］同上注 1316 页。

［9］同上注 1316 页。

［10］同上注 1904 页。

［11］同上注 190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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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饮食失时，药不当病而死者，何可胜数？若本罪

应死，犹不足深哀，其以轻罪系而死者，与杀之何

异？积其冤痛，足以感伤阴阳之和。”［1］他认为

犯轻罪而进监狱的人却因在监狱犯病没有人医治而

致死的情况比犯重罪被太守打死的情况还要严重，

怨气足以导致阴阳失衡。同时，苏轼认为因为犯人

狱中病死就追究官吏的责任也不合理，他提出选出

医生专门掌管医治病囚的事务，同时还需要对医生

进行考察，及时对缺乏的医疗人员进行补充，以减

少监狱病囚死亡的事件发生，这充分体现了苏轼对

囚犯生命的保障。

四、苏轼法律思想中的哲学意蕴及
其对当代法治建设的价值

通过对苏轼的作品整理，笔者发现，苏轼的

法律思想作品，大多写成于苏轼早年以及王安石

与司马光变法时期，如《省士刑赏忠厚之至论》《策

别安万民》《策别课百官》《议学校贡举状》《上

神宗皇帝书》《再上皇帝书》《拟殿试策问》《拟

进士对御试策》《通其变使民不倦赋》等。在北宋 

儒、释、道融合的思想背景下，苏轼的个体经历

使得他的思想在传统儒家仁政爱民的思想基础上，

又多了一些亲民与实践的思想。通过前文对苏轼

作品中法律思想的分析，可以发现苏轼的法律思

想中包含了三个方面的哲学意蕴：第一，法与时转。

第二，法从实践出。第三，便民以变法。苏轼的

具体法律思想或许有其时代局限性，但是苏轼法

律思想中的上述三个哲学意蕴具有一定的超越时

空的价值。

（一）法与时转

苏轼的作品所体现出来的对于国家法制建设

的整体态度是“法与时转”“法与时转”出自《韩

非子·心度》“法与时转则治，治与世宜则有功”，

强调法律的发展要顺应社会的发展，社会才会治

理的好，这点主要体现在苏轼对于经历的两次变

法的态度上。在王安石变法之初，苏轼就曾上书

神宗皇帝，对青苗法的实行易导致强行抑配伤害

平民百姓进行了论述，反对在时机不成熟的情况

下进行急躁的变法。在面临司马光重返旧制时，

苏轼发现王安石的新法在实践中已经有了部分好

的成果，他又对司马光推翻一切新法的做法提出

反对，并劝诫司马光对于新法好的部分予以保留，

不好的部分进行废除。苏轼既反对王安石不顾实

际情况急躁进行的法制改革，又反对在新法初有

成效时司马光对新法进行全盘否定，他强调法律

的变革应当根据社会发展变化，循序渐进，才能

取得良好的效果。

“法与时转”也是当下我国进行法治建设需

要慎重考虑的方面。当前我国法治建设正处于巨

大变革的时期，针对政治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变

化，必然也要求我国的法治建设顺应时代的发展

变化进行法律制度的废、改、立。苏轼在两次变

法中都是政治上的反派，这正是他对时代发展变

化的敏锐反应基础上所进行的选择。苏轼选择顺

应时代的发展来进行法律的变革，强调在时代背

景“变”时，法律制度也应当进行改变，正是他“法

与时转”思想的集中体现。如何在正确把握时代

背景发展的基础上，及时对法律制度进行查漏补

缺，这是苏轼的法律思想所要求的，也是我国当

前法治建设所需要把握的。

（二）法从实践出

法从实践出，即法律来源于实践、法律具有实

践性，是苏轼法律思想中所展现出来的重要哲学蕴

含。苏轼所要求的法从实践出，首先要求法律要来

源于实践。但苏轼所要求的法律来源于实践，并不

是“每问一事，辄立一法”导致编敕过多，法网严

密，而是在现实背景下寻找现行可用的法律，在现

行法律不可用的情形下，才根据民情制定新的法律

予以规范。苏轼反对在没有考察实践的情况下就进

行急躁的变法，导致现实与法律脱节，法律的制定

也就显得空泛其谈。

苏轼“法从实践出”的第二个要求就是法律

需具有实践性。苏轼认为，法律在实施过程中，

应当针对不同的情况给予不同的反应，强调法律

的内容要重视民情，考察实际。苏轼在《续欧阳

子朋党论》中分析了关于盗贼犯罪的原因在于资

源的不充足，对此他强调对因资源不充足，农民

不得已犯罪的情形应当不同于一般犯罪，应从轻

处罚。但是在《论河北京东盗贼状》中，苏轼对

罪行实际不能赦免，不是因缺乏资源而犯罪的人，

［1］同上注 191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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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强调应依法执行，不得减轻处罚。对于犯罪具

体的处罚，苏轼还要求根据不同的犯罪情况进行

分等级处罚，强调罪刑相适应。此外，在《乞罢

登莱榷盐状》中，苏轼结合实践针对盐货专卖制

度提出了反对意见。苏轼认为，盐货专卖制度有

三害：一是导致灶户失业。二是使得离海的居民

花大价钱购买盐货而深山的居民却不食盐。三是

官府专卖导致盐货堆积产生损毁。因此，苏轼认

为盐货专卖制度“官无一豪之利，而民受三害，

决可废罢。”由此可知，苏轼强调法律的灵活性，

要求法律从实践出发，强调法律的实践性。法从

实践出，也正是当前我国法律改革的重中之重，

只有法律从实践中来，才能服务到实践中去。

（三）变法以便民

在苏轼法律思想的哲学蕴含中，最基本最核心

的就是他的便民思想，贯穿了苏轼法律思想的始终。

在立法上，苏轼强调立法以简，避免法网过密使得

民众不可脱离法网。对法律的内容苏轼也提出自己

的见解，要求法律的内容要宽容，对民众只做一般

的要求，不能过于严苛。在变法上，他强调法律的

变革应当循序渐进，在法律变革过程中也要顺应民

俗，根据民俗的好坏来变革政令。在司法上，他重

申了刑不上大夫的内涵，要求对官吏和民众刑罚的

公平公正，同时还要求官员对民众的诉讼尽量做到

诉而见必察，提高诉讼效率解决民众诉讼问题。在

刑法上，他劝诫君主德与法并济，用仁来治理国家，

要求君主德先刑后。针对民众犯罪的情况，他提出

罪惟疑轻，同时对民众犯罪的原因进行了深入的考

察，要求根据情况减轻犯罪分子的处罚，让利于民，

减少犯罪。此外，他还对监狱中犯罪分子的治病问

题进行了深入的分析，针对非严重犯罪分子，请求

安排医生进行医治。

在苏轼经历的两次变法中，苏轼对于变法的意

见，不管是在立法上，司法上还是刑法上，都极大

的展现出他便民的法律思想。虽然苏轼的法律思想

并不是一个完整的体系，但是他的法律思想中有一

个基本的指导思想，那就是儒家士大夫的仁政爱民

的思想。在仁政爱民的思想底色上，我们可以看到

苏轼的法律思想贴近实践，不尚空谈，这折射出他

的通便礼民的基本法律思想。在当下的法律实践中，

法律最基本的要求就是服务于人民。法律如何服务

于人民，服务好人民，或许我们可以从苏轼的法律

思想中得到一些启发。

苏轼在他 40 余年的仕途生涯里，其人生的关

键转折大多与立法相关，其创造的作品更是站在民

众的角度表达出不同于他人的立法观点和意见。苏

轼在其位，谋其政，在历经的多次变法中，不在乎

党派之争，将变法的重点放在法律的实践和民众的

角度上，客观看待变法的优缺点，强调法律的实效

性。苏轼作为一个传统的儒家士大夫，不仅有对儒

家学说的坚持，他还有对法律，对民众，对社会的

思考，在当下，苏轼所展示的思想仍然是有借鉴意

义的。正如著名法学家徐道隣先生对苏轼的评价，

苏轼是对法律有深刻认识的法学家，是称职的立法

实践者。


